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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形而上特征

杨维中

摘  要：中国佛教把心性问题的探讨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心体”“理

体”是中国佛教心性论建构其形而上学体系时最为重要的思维层面。以心体

为基点，将理体落实于心体就形成“心性本体”，这是中国化佛教诸宗心性论

的要点之一。天台宗确立的心性本体为“一念无明法性心”，华严宗确立的心

性本体为“自性清净圆明体”即“一真法界”，禅宗的心性本体为“自心”。而

法相唯识宗则持心体与理体两分的立场，其心体即阿赖耶识本体内含的无漏

种子是连接心体与理体的媒介。上述四宗的心性本体都具有实体化倾向——

将心性本体当作确定的、真实的存在，但与将实体视为独立存在、没有活动

的“绝对”的西方哲学，迥然不同。“心”既是众生解脱成佛的主体，也是世

间“诸法”之所以“生起”“存在”的最终根据。因此，隋唐佛教诸宗所确立的

心性本体便一身兼二任，既是“人本”和修行意义上的本体，也是现象世界的 

本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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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心性论具有鲜明的形而上a特征，它并不是一般性地讨论众生的本性

� 作者简介：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a  “形而上”即“形而上学”，为 metaphysics 一词的意译。它来源于希腊文 ta meta ta physica，本来的含义是
“在物理学之后”，在西方哲学中是指以研究超越感性事物而比感性更实在、更根本的对象的学科，也被
称为“第一哲学”。《周易·系辞》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抽象的、普遍的存在称为

“形而上”，将具体的、物质性的存在称为“形而下”。从这个角度而言，中西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
有着惊人的一致。本文是从抽象的玄思和“本体论”两层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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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佛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将对心性问题的探讨提升至本体论a的高度。在中国

思想文化之中，数佛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最高，其奥妙即在于此。中国佛学所建构

的数种本体论体系，即便与西方古代哲学的本体论相比，也并不见得逊色。佛教心

性论起因于对解脱主体原本状态的探究，而从深层次上说，也有解脱之前的“心”

与解脱之后的“心”是否同一的问题。这就是小乘佛学“心性本净”与“心性本不

净”之论所阐述的主题。而中国佛教心性论在继承小乘佛教心性思想所昭示的思

辨理路之外，还受到大乘中观学和如来藏思想的洗礼，因而所论及的问题无疑比印

度佛学的心性思想更为复杂。综合起来，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形而上特征体现为：其

一，对众生之心的原本状态的不断追寻。中国化佛教诸宗并将其与解脱论相联系，

从而形成了返本还源的修证路径。其二，将“佛”视为抽象理体，并在此基点上将

心性论的着重点置于探讨佛与众生即“理体”与心体的关系上。其三，受中国传统

思维倾向的影响，比较明确地探讨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以“心”为世

间诸法的最终原因，即“本根”。以下分别论  之。

“心体”“理体”b是中国佛教心性论建构其形而上学体系时最为重要的思维层面。

对于“心体”，各宗均有不同说法和名称。如前所析，天台宗称其为“一念无明法性

心”，华严宗称其为“自性清净圆明体”或“一真法界”，禅宗称其为“自心”，而法相

唯识宗称其为阿赖耶识。至于“理体”，各宗各家所言涵义基本一致，只是在中国佛

学中具有“理体”地位的概念不止一个。“实相”“真如”“如如”“法性”“实际”等，均属

于对“理体”的不同称呼，数者名异义近，在具体诠释和实际运用中也有细微差别。

“真如”“如如”意为如同其真实的所是；“法性”即是“性空”，指诸法的真实本性就是

“空”；“实相”“实际”是指一切事物的真实、常住不变的实际相状，亦即无差别的最高

真理。这些概念之中，“实相”范畴最为通用。中观学的“实相”范畴有三方面的含义：

其一，从认识论言，“实相”即佛教所讲的“客观真理”、万物的本相。般若中观学认为

a  相对于“形而上学”一语，“本体论”的涵义颇显复杂。“本体论”是 ontology 一词的意译，又译为“存在
论”“有论”“是论”。从词源角度而言，ontology 是一门关于 being 即“是”的学问，其典型的界定如：“所
谓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俞宣孟：《本体论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 页）而汉语中缺乏与之相对应的语词。也有学者将 ontology 理
解为“存在”，而认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本体论”
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87 年版）。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本体论的理解更是呈现多元化状态，在
此难以尽说。至于中国哲学的“本体”则多指“本根”“本原”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迥然不同。由
于“本体论”一语使用已久，在中国哲学研究界并未引起太多的误解，所以笔者主张继续沿用此语诠释中
国哲学。一些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唯一参照，认为中国哲学并不存在“本体论”，也有学者建议在中国哲学
研究中放弃“本体论”的说法。这些都是笔者难以苟同的。

b  中国佛教文献中，出现过“心体”与“理体”“性体”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家缺乏严谨地使用概念
的习惯，所以，这两个概念并未取得一致的涵义，也未能成为其本体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如前所说，中国
佛教心性论诸体系之间具有很明显的“不可通约性”，因而同样层面的问题，各宗各家喜欢用各不相同的
概念、范畴去说明。有鉴于此，笔者从中国佛教文献中提炼出来这两个概念作为综合分析中国佛教心性
论的基础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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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的真相是空、毕竟空，又是非有非无的中道。其二，从修行论言，“实相”为涅槃，

即证得的万法如其所是地完全显现出来的相状及境界。涅槃与世间不二，涅槃即是普

遍存在于一切世间法中的法性，所以并非离世间之事物而另有“实相”。既然世间与

涅槃不二，那么离世间求取涅槃是不可得的。其三，从“本体论”言之，“实相”也是世

间诸法得以成立的最终根据。《中论》有偈颂云：“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

故，一切则不成。”a在此，中观学明确将“空”当作诸法成立的前提。“空”与诸法构成

相依相待的关系，若缺少“空性”即“实相”，世间诸法就不可能存在。如此看来，“实

相”既是最高真理、成佛之境界，也是世间诸法的“本体”。印度中观学的这一“理体”

观对中国佛教心性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印度中观学中，“实相”即“空性”，并不能完

全当作实体看待，准确地言之则相当于“实在”（reality）。受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道

家和玄学的“本体论”所具的实体化倾向的影响，“六家七宗”以及庐山慧远等的实体

化倾向比较明显。而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僧叡、道生则在融会贯通中观学的基础上

对中国佛学之中过于“实体化”的观点作了清算，为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的产生和发

展奠定了较为纯正的大乘佛教基础。特别是道生，将法性、理、实相、佛、佛性等概念

融通起来统一于“理”，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佛性我”的概念，为中国佛教心性论的

形而上学化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化佛学方才对如来藏系经典格外重视，

并且致力于探讨将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与真如理体相结合的可能理 路。

以心体为基点，将理体落实于心体就形成“心性本体”，这是中国化佛教诸宗心

性论的要点之一。天台宗确立的心性本体为“一念无明法性心”，华严宗确立的心

性本体为“自性清净圆明体”即“一真法界”，禅宗的心性本体为“自心”。而法相唯

识宗则持心体与理体两分的立场，其心体即阿赖耶识本体内含的无漏种子是连接心

体与理体的媒介。上述四宗的心性本体都具有实体化倾向——将心性本体当作确

定的、真实的存在，但与将实体视为独立存在、没有活动的“绝对”的西方哲学，却

是迥然不同的。无论是天台宗的“一念心”、华严宗的“真心”，还是唯识宗的阿赖

耶识，都是一种动态的、可修、可证的心性本体。因为这些“本体”均是以众生之心

即心体为基石，以解脱成佛即涅槃境界为修行目标的，所以，生命机体本身的活力

与修行解脱之路所特有的“过程性”，使中国佛学的本体论成为一种机体主义的存

在哲学、生命哲学和人本哲学。这也可以从中国佛教心性论的“体用观”看  出。

体用范畴的涵义相当复杂，大致而言，“体”指主体、实体、本体，“用”指作用、

功能、效用。也可以将“用”当作“现象”理解，如此一来，体用就构成本体与现象

的关系。佛学中“体”的概念运用范围非常宽泛，如“法体”“自体”“体性”均可简称

为“体”。在佛学的体用关系中，“体”指法体，“用”指作用、功能。此处的“法”包

a  鸠摩罗什译：《中论》 （卷四），载《藏要》第 2 册，第 10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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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世间一切事物、现象，最详细而典型的归纳就是法相唯识学的“五位百法”。而众

生之心就包含在“法”里面而被称为“心法”。因此，佛教心性论所涉及的“体”是

指“心体”，也就是心性本体；“用”指“心用”，也就是心体的发用流行。中国哲学

中，体用观念萌芽很早，但真正成为哲学范畴则是魏晋玄学所奠定的。印度佛学也

使用这一对范畴，大多以“作用”理解“用”，并且认为体与用是非一非异的关系，

而中国佛学大多主张体用合一、即体即用。中国化佛学受到《大乘起信论》影响，

提倡体与用的相即、合一，这与印度佛学大异其趣。《大乘起信论》是以体、相、用

相即不离的“三大”说来建构其心性论体系的。而天台、华严、禅宗所建构的“心性

本体”明显承袭了《大乘起信论》的这一理论模 式。

天台宗的“一念无明法性心”正是依“体用相即”的理路建构而成的。“一念心”

本来是指心的瞬间起用，属于“心用”范畴，而“法性心”则相当于《起信论》所说的

“真如心”。天台宗将此“心念”依体、用相即逻辑和中道的思维方式与“法性”理体结

合起来，就成为本宗的心性本体。智顗说过：“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总也。别说有三

种心：烦恼心是三支，苦果心是七支，业心是二支。苦心即法身，是心体；烦恼心即

般若，是心宗；业心即解脱，是心用。”a理解这段话语的基础是智顗从“观心”层面对

“十二因缘”的独特解释。在智顗看来，“上上智者”观“十二因缘”则“知十二支三道

即是三德”，“烦恼道即般若，当知烦恼不暗，般若即烦恼”。“业道即是解脱者，当知业

道非缚，解脱即业者，脱非自在，业非缚故，何所可离？脱非自在，何所可得？”“苦道

即法身者，当知苦非生死，法身即生死。法身非乐，苦非生死，何所可忧？法身非乐，

何所可喜？”“如是观者，三道不异三德，三德不异三道，亦于三道具一切佛法。”b在此，

智顗以“体”“宗”“用”三者的开合来说明“烦恼不离菩提”“生死即涅槃”圆融互具的

道理。此外，智顗在许多著述中，常常将“三心”三佛性等联系起来，以“一心三观”

和三谛圆融的逻辑去说明。在天台哲学中，三因佛性可以与“三心”互释。正因佛性

一般指诸法实相，缘因佛性指功德、修行和诸法假相，而了因佛性则指般若观照。二

者互释可知，苦心即法身，即正因佛性，即中道理体，也就是心体；苦果心即烦恼心，

即了因佛性，即般若观照，也就是心宗；业心即解脱，即缘因佛性，也就是心用。天

台宗以为，正因佛性是非善非恶、非染非净，而心体即“自性清净心，即是正因，为佛

体”c。正因佛性与佛之体性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众生原本清净的心体，而了因佛性、缘

因佛性与众生的现实之心相合，就有善恶、染净之别。这就是心宗、心用。而所谓“一

念无明法性心”正是心体、心宗、心用三者相即合一的心性本体。d

a  智顗：《法华玄义》 （卷一上），载《大正藏》第 33 卷，第 685 页下—686 页上。

b  智顗：《法华玄义》 （卷三上），载《大正藏》第 33 卷，第 711 页中。

c  智顗：《法华玄义》 （卷二上），载《大正藏》第 33 卷，第 695 页上。

d  智顗之后，湛然、知礼等也采用更为简明的“心体”“心用”二分来说明“一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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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宗更直接沿用了《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真心缘起说，但将《大乘起信论》

的体、相、用简化为理、事与体、用关系，用更为抽象、简明的“二分法”代替了“三

分法”。这是华严哲学对佛学体用观的重大贡献。法藏这样论说体用关 系：

观体用者，谓了达尘无生无性一味，是体；智照理时，不碍事相宛然，是

用。事虽宛然，恒无所有，是故用即体也，如会百川以归于海。理虽一味，恒

自随缘，是故体即用也，如举大海以明百川。由理事互融，故体用自在。若相

入，则用开差别；若相即，乃体恒一味。恒一恒二，是为体用也。a

此段引文将华严宗“体为用本，用依体起”b的体用观表达得很清晰。华严宗心性论

的核心就是依于“自性清净圆明体”起“二用”，法藏这样 说：

依体起二用者，谓依前净体，起于二用：一者，海印森罗常住用。言海印

者，真如本觉也。……二者，法界圆明自在用，是华严三昧也。c

法藏将“海印三昧”定义为真如本觉之现起，而“华严三昧”则是说心体具有一切修

行功德。前者为所证得的佛果，后者是能证佛果之因，二者同为心体所起之大用。

这样的依体所起的二用，便可将佛教的本体论与修行解脱论融合为一体。与天台的

创始人智顗相比，法藏对体用关系的论述更多，也更为明晰。华严宗的体用观对唐

代以后的天台哲学和后期禅宗产生过直接影 响。

与天台、华严相同，体用合一也是禅宗建构其心性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这突出

地表现在《坛经》的“三无”之旨和“心用通性”的体用一如观之上。慧能以无相、无

住、无念诠释众生之心的体、相、用，以为从此悟入便可见性成佛。其中，心相和心

用在禅宗中可合称为“心用”。六祖“革命”就体现在以“心用通性”原理将真如心落

实于众生的个体之心中。在禅宗心性论中，未发或待构成的心是真如心即真心，心体

之发用便构成体用一如的“当下现实之心”。这一理路被后来的洪州禅系发展为“性

在作用”。而与洪州禅系略有区别的石头禅系之所以在坚持禅宗“自心”本体的前提

下，有向真心偏移的倾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较多地受到华严宗体用、理事观的影

响。但无论如何，在佛教哲学中，仍然数禅宗的体用合一程度最高，也最为成 熟。

应该特别指出，隋唐佛教诸宗的体用观是相互影响的。在各宗的实际创始者那

里，在中国佛教心性论之中，各宗的体用观即如上所论。但至后期，如天台宗的湛然、

a  法藏：《华严经义海百门》，载《大正藏》第 45 卷，第 635 页上。

b  同上书，第 635 页中。

c  法藏：《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载《大正藏》第 45 卷，第 63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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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礼及华严宗的澄观、宗密等，大多采用心体、心用的二分法。后期禅宗也是如 此。

“心”既是众生解脱成佛的主体，也是世间“诸法”之所以“生起”“存在”的最

终根据。因此，隋唐佛教诸宗所确立的心性本体便一身兼二任，既是“人本”和修

行意义上的本体，也是现象世界的本体。大乘佛学一向以“心生万法”为共许的命

题，其所言“心生，一切法生；心灭，一切法灭”，着重于探究“法”与心的特殊关

联。佛教以为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法”“色”“境”的二元对立。

这里的“法”“色”“境”实际上指的是主体之心因对象化而形成的意义世界。由此，

佛教认为众生之心是万物意义的给予者，并且是将此意义加以确定的执持者。从这

个意义上说，佛教“唯心论”是以“心”为基点的对存在的“意义”的追究。它并不

主张万物以“心”的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而是言万物因心而有意义的生成。这种

生成论与一般所说的宇宙生成论和以“是”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有着很大的区别。

以下以唯识、天台、华严为例对中国佛学的本体论略作分析说 明。

法相唯识宗的本体论命题“唯识无境”有三层涵义：其一，以“唯”而遮外境，证

成境无识有；其二，识体即“唯”，识相及认识功能皆不离此识体；其三，境无而非

有，识有而仍空，不可定执两边，而应取中道。这里的关键有二：一是唯识宗着力所

否定的并不是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由“语言”及其意义构成的世界。对象世界及其

显现之境，乃是众生之见分产生相分的结果，而其本体依据则是作为心体的第八识。

唯识师看来，正是众生心体（阿赖耶识）所蕴藏的“名言种子”之现行，方才有虚妄

分别而假立的外在世界。其二，境乃由识变现，因而认识活动也是主体对于“识”自

体所变现出来的相分的认识。所谓“转依”即解脱成佛就是从“名言”及其妄计所

成的意义世界脱离，而显现出被遍计所执的错误认识所遮蔽的真如实性。法相唯识

宗以“五位百法”分析现象世界，其基本理路是将“世界”两分为“有为法”和“无为

法”。其中，“无为法”即真如理体，也就是佛智；“有为法”则指世俗世界的所有内

容，包括众生的肉体存在和精神活动以及客观的物质世界。应该指出，唯识学被许

多学者目为“多重本体论”，他们认为，真如理体为最高本体，此外“三能变”也各为

不同层次的本体，甚至也有人试图在种子、功能、习气、阿赖耶、阿陀那等名中排比

出核心范畴作为“本体”。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唯识学所言的“本体”只有一

个，这就是藏识即第八识。藏识是一动态性的存在，其本身就包含在“有为法”之

中。a这与一般哲学所说永恒不变的“本体”不同。唯识学虽言“三能变”，但第二能

变即第七识、第三能变即前六识均以第八识为依止，它们并非最终的依据，因而不能

a  “有为法”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象界，只能说大略与现实世界近似。唯识学的藏识本身就包含在作为
“有为法”的“心法”之中，而且是一动态的存在，因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本体与现象”的区分
来分疏唯识学的本体论。从其藏识本体不离“有为法”的角度而言，唯识学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用相即不
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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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体”看待。而种子、功能、习气、阿赖耶、阿陀那等名都是对第八识不同侧

面的展示，并不能再于第八识之中排比出一个所谓的另一重“本体”来。至于“真如

理体”即“无为法”，在唯识宗思想之中并不与“有为法”发生直接关联，它只是众生

修行成佛时心体的“所缘缘”和佛之体性即法身，并不具备现象界之“本体”的地 位。

天台宗以“一念心”本体为基点而成立一念三千的本体论模式，湛然在《十不二

门》中以“色心不二”“内外不二”等命题深化了本宗的本体论。所谓“一念三千”是说

众生的每“一念心”都同时具足三千法界或三千种世间。台家认为，世间诸法虽然纷

然杂陈，但归根结蒂都在众生的“一念心”中。三千世间本具心中，它的存在与“心”

密切相关。既非“从一心生一切法”；也非“心一时含一切法”，而是“心是一切法，一

切法是心”。a这里，智顗尽管在竭力避免以“依持”和“生成”论定“心”与“诸法”的

关系，但在“一念心”与“诸法”之间仍然有着主、客体的对立。荆溪湛然的“色心不

二”“内外不二”以彻底的“性具”逻辑倡导色与心的平等、互收与互摄，其心具三千，

色亦具三千之说，将心、色平等不二的观念推至极致。湛然也言“变造”，但其更多的

是从“即心”的角度而言的。所谓“即心名变，变名为造，造谓体用”b，是说一切诸法

都是“心体”的发用的结果。从体与用相即不离的角度言之，“心”与“法”未曾相离，

因而不存在“心”之外的“变造”问题。这种说法，“唯心”的倾向显然加深 了。

华严宗以“自性清净圆明体”本体为基点而成立真如随缘、法界圆融的本体论

模式。华严学者引入唯识学“三性”说并将其加以创造性诠释来证成“真如随缘、随

缘不变”之说。法藏将真如的“不变”性当作能随缘的前提条件。真如依随缘义，才

能表现不变之理，如果没有随缘义，也就没有不变义；反过来，真如有不变义，才能

随缘显现世间万象，依不变之理，才能显现随缘义，如果没有不变，也就没有变。不

变与随缘相反相成，绝对（不变）与相对（随缘）相互依存。在华严哲学中，“真如随

缘”论是其证成法界圆融理论的逻辑前提，而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

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是其对本体界和现象界的独特区分。华严宗倡法界圆融有

两层相互联系的涵义：一是将诸法分为理法界和事法界两部分，这与西方哲学的本

体界和现象界的二分法有些类似。二是真如理体遍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每个事中都

包含了作为“大全”的理。三是由于“事”与“事”都平等地包含了真如理体，因此，

“事”或色之真空本性则决定了事与事之圆融。这是说，事与事也是“相即相入”的。

在此，四法界理论涵摄了两个本体论原则：一是理优先于事的原则。理作为“一般”，

作为本体，比事、用、个别更为根本；二是理同于一心，故曰“一真法界”。因此，四

法界的圆融无碍，实际上是真心本体的遍在性、绝对性之展示，其“十玄”学说的核

心——“唯心回转善成门”强化了其哲学本体论的“唯心论”立场。澄观所言“总该

a  智顗：《摩诃止观》 （卷五上），载《大正藏》第 46 卷，第 54 页上。

b  湛然：《十不二门》，载《大正藏》第 46 卷，第 703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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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a，准确概括了法界圆融的真意所 在。

从总体上说，中国佛教的哲学本体论始终是在生成论、本根论、本质论、认识

论数者的纠葛融合中展开其理论思辨的，因而佛学大师们的论述有时会显得驳杂而

分散。其中，解脱成佛的目的是产生这种本体论的根源。佛教的解脱其实就是观

念的彻底转换，也就是所谓以大乘佛教的最高真理“空”为究极真理，以佛教的真

理观去认识、分析世间万物及其世俗现象便成为逻辑的必然。佛教以“心”为解脱

主体，“心”的根本目标就是去体验、证得“空”理。从总体上说，佛教并不否定外

物的存在，只是强调这种存在是虚假的、暂时的，人们却误以为它们是永恒的实体。

唯识学以“意义”和“语言”去解释世间诸法，而“心”所具有的将“意义”和“语

言”对象化并加以执持的“习气”b是形成“现象界”即“有为法”的究极原因。而中

国化佛教诸宗则在这种“生成论”、本根论的基础上，力图以新的范式解释“心”与

“法”的关系。天台宗创造出“性具”说，华严宗创造出“四法界”论。与唯识学的

“意义生成论”相比，二者的明显进展在于倡导本体与现象的相即或互具，也就是即

体即用，表现在其学说之中就是“色心不二”论及“理事圆融”所蕴含的色与心、理

与事的平等观念。但这种较为明显的脱离“生成论”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其论

述过程中，仍然时时将“生成论”观念混杂其 中。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佛教形而上学的性质作出说明。尽管中国佛学也讨论本体

和现象、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涉及的问题藐视哲学的基本问题，有时也采用世

俗哲学的话语方式和方法论，但它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去建构哲学本体论。佛学本

体论的原本意图是“认识论”的，哲学本体论之思只是其“方便”。大乘佛教在中观

学之后所讲的本体论，虽对本体的命名不同，但都不是孤立地对世间万物进行抽象

分析而追究万物的根源性，而是联系佛教的终极目标对万法的本质加以说明。因

此，中国佛教本体论既具有一般哲学本体论的特点，又具有宗教品格的可证、可修、

可悟的特征。“佛”其实就是抽象的真如理体本身，在中国化佛教之中，此真如理体

其实就是众生的心性本体；而在法相唯识宗之中，真如理体则是由众生之心体“转

依”而证得的。佛教僧侣之所以热衷于探讨这些问题，归根结蒂是为了论证众生成

佛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作为为修行解脱提供理论基础的佛教心性之学，

中国佛教心性论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和智慧解脱的双重取向，使其既有世俗哲学本

体论的致思倾向，又有与欧洲中世纪经院神学相类似的“神学”本体论的性质。这

是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所特有的二重性  质。

（责任编辑：韦海波）

a  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 （引澄观语），载《大正藏》第 45 卷，第 684 页中。

b  此“习气”是藏识的功能之一，并非如熊十力所认为的唯识宗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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